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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中

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中

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如何对

其作出更全面深度的阐释与

把握，其价值并不简单体现于

儿童文学学科的单一维度，而

是辐射渗透于广博整体的中

国社会以及各学科领域。王泉

根教授曾在《现代中国儿童文

学主潮》中有这样的判语：“从

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的发

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

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因此，

如何立足学术史的梳理与考辨，从多维度突围与扩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

化思想价值观念，进而丰富完善既有的研究格局，是当前儿童文学学界亟需加

强的一个领域。

本期“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笔谈聚焦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

变，吴雯莉一文以“儿童文学与文学、民间文学和国家想象”的独特视角，希冀

对“儿童文学与文学史的书写”提供崭新的启示；眉睫一文以对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观的再度回溯与勾勒，鸟瞰其与儿童书写的深度牵制，澄清观念变革与文

学形态演变的内在紧密关联。 ——李利芳

从被教育的儿童到顽童
——近百年儿童文学观与儿童书写 □眉 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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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从上世纪30年代

勃兴的“政治童话”开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正是儿童文

学发生此种转变的表现。中国人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以及由此产

生的儿童书写，发生了一波三折的变化。从儿童文学观的角度看，经

历了一个儿童本位论的发明与遮蔽、阶级性与儿童性之争、教育性与

文学性之争，以及朱自强等人重提、新解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历程。这

依然只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开始，当代中国尚未出现皮亚杰一类的儿

童心理学家，也没有出现吴研因一样的儿童文学教育大师。我期待更

多人能够经由“儿童本位论”，而抵达儿童的世界，并真正树立起“立

人”的新观念。

“昙花一现”的繁荣

现在的学者在论述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中国儿

童文学的三个高峰期：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50年代，三是80

年代。在文学繁荣的背后，往往是理论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时期，我们

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文学”，自此它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叶圣陶、张

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黎锦晖、老舍、冰心等许多文坛大家创作

了不少杰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五四精神：

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童的文

学》不啻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历史宣言。

与此同时，一些儿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吴研因、沈百英、魏寿镛、周

侯于等，受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召集一批教师，甚至亲自动

手，为幼儿和小学生编创了大量的儿童文学教育读本。这些凝聚着大

量小学教师的辛勤汗水的劳动成果，而今成为一座宝库暗藏于历史的

某个角落，或者说是一条地下河流。然而，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挖掘出

来，重见天日，熠熠生辉。

由于这些作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倡导，他们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形

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丰子

恺、郑振铎、凌叔华、冰心、茅盾等人的儿童文学观虽然也不尽相同，但

在为人生、为儿童的立场上是相一致的。相比较而言，最具进步性的是

周作人、丰子恺和凌叔华等人，他们具有更为自觉、强烈的儿童文学意

识，儿童本位论及其创作实践已经初步产生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的

第一个黄金时代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姿。叶圣陶、郑振铎、冰心

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潮当中，创作了中国早期儿

童文学的经典和奠基之作，一时成为儿童文学的风潮。稍后的左翼

文学新人张天翼，更是天才般创作了《大林和小林》，成为民国时期销

量最广的一部童话。因为各自儿童文学观的一些差异，他们所创作

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都有了些许不同。丰子恺、凌

叔华笔下的儿童，较少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纯然一派童心永在，

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冰心的《寄小读者》，小读者主要是她

的抒情和倾诉对象，作者也较为缺乏明显的儿童文学意识，只能说是非

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张天翼更是将儿童引入斗争现实，发挥了

文学的宣传作用。

在后来的文学发展里，张天翼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甚至

越走越远，这跟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有重大关系。

儿童文学观的转型

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以后，尤其到了5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

虽然被赋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个儿童

文学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

是民国时期的创作积淀和既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品格的继续存在。战

争给予儿童文学以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写作要求，但对文学性的坚

持，立足于儿童的身心，甚至考虑到“儿童化”（贺宜）、“童心论”和“儿

童本位论”（陈伯吹）等问题，所以儿童文学本身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

变化。二是政府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提倡。这里不妨引用一段

1955年 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至

今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

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

教育事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

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

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必须扩大现有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

编辑部门，并增设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条件的人

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负责出版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儿童读

物。……改变少年儿童读物严重奇缺的状况，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

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确定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

发行工作的计划，争取在短时间内，基本改变这种状况，使孩子们有更

多的书读。”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不少儿童文学的品种开始走向成熟，如儿童小

说、童话等，但又囿于这个时代的条件，中国的儿童文学最终并未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儿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与儿童相关

的科学领域，如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科学等都发展缓慢，最终也

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以到了60年代初，茅盾写了一篇《六〇年

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其中说道：“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

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歉收的一年。”他还用

5句话概括当时的创作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

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是一个文学繁荣期的结束，也标志着国人

儿童文学观即将扭曲的时代的到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也可以说始于对陈伯吹的批

判），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国的儿童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以1963年

创刊的《儿童文学》为例，在“文革”爆发以前总共才出版10期，等到“文

革”爆发前不久就停刊了。《儿童文学》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儿

童文学》丛刊在出版了4期以后，因为政治原因，刊物逐渐偏离了文学

艺术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现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说《‘强盗’的女儿》。”

（见《〈儿童文学〉大事记》）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原则，最为典型的

就是“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

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

略·文革中的儿童小说》中进一步把当时的“创作公式”总结为“五规定”：

一、必须写阶级斗争；二、必须有对立面人物；三、必须有正面冲突；四、不

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准给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写行的还不

够，还要写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论高度。这些“原则”与“公式”

的背后，其实就是阶级性对儿童性的扼杀。当儿童性不再出现在儿童文

学作品中的时候，这样的创作连文学都不是，更遑论是儿童文学？儿童小

说和童话的歉收，那么低幼文学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儿童文学的“红色经典”，在儿童文学领域

的代表即《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这些作品里的儿童

形象，机智、勇敢，参与到了成人世界里的斗争，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销

量和影响。

书写顽童的时代来临

“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等杂志开始复刊，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又

开始思考儿童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之初，“儿童本位论”依然被

视作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翻版，予以大加批驳，当时的《儿童文

学研究》复刊后的创刊号、《北京文艺》等刊物都发表了诸如此类的否定

文章。这说明，当时不少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虽然已经开始讨论和思考

“儿童的特点”、“儿童读物的特点”等问题，但由于受到阶级斗争理念的

束缚，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而言，稍显开放一些的反而是后来受

到质疑的鲁兵。

1979年，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教育儿童的文学》一文，他认为：

“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他还曾指出：“不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

看待自己的创作，儿童文学必然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而儿童文学作家也

必然的儿童的教育者。将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和教育割裂开来，这是

无视于事实；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则更是错误的。”几年后，曹文轩写文

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

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

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惟一属性。而过去的所谓教

育，和政治又是同义语，教育即政治说教。儿童文学也未能幸免，一样

被纳入了配合政治的轨道。……即使教育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

把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惟一属性。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

学是文学”这是曹文轩提出的一个观念，代表了当时不少青年作家、学

者的心声，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的作

家们终于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第三个繁荣期，这一时

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曹文轩、董宏猷、黄蓓佳、秦文君、冰波、彭懿、郑渊

洁等写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可以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到了上世纪80

年代才有了真正的交响乐、大合唱。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支“小溪

流的歌”没有停息，大有驶入大海之感。儿童文学为了回归文学性，在否

定了阶级性之后，遇到了教育性的纠缠，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儿童文学最

终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迎来真正的解放。

这一时期，中国也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如刘绪源、

方卫平和朱自强等。刘绪源较早提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成为此后

儿童文学发展的指路明灯。“顽童”的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成为主

流。正是一代代作家对“顽童”的书写，一步步打开了中国家长和教师

的思想。顽童的母题已经和爱的母题、自然的母题真正并驾齐驱，有了

自己的经典著作和经典儿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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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与文学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

‘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第一，这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的

特色，在西欧本来‘儿童’也是这样被发现的。第二，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发现儿

童文学不能不先发现‘文学’。”这两条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与文

学。葛成训的《新儿童文学》（上海儿童书局，1936）首章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明

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先要解释文学两字”。出版于1934年的《儿童文学研究》

（陈伯吹、陈济成编）第一章为儿童文学与文学，里面提到研究儿童文学，不可不

先从“文学”入手，假如对于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再去认识儿童文学，犹如轻车

之于熟路，要容易得多。类似此种探讨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关联的观点在这一

时期相关文献中随处可见。最有深度的是张圣瑜编写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

章结束后提出的研究题：儿童文学在文学之上地位与价值何若？文学意义与儿

童文学意义界限究竟何若？这两个问题对于而今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资料既是对儿童文学的界定亦是对文学的界定，正如

柄谷行人提及的“发现文学”。对于五四时期来说文学是一个新命题，尾随它而

行的儿童文学亦是。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史》（蒋风主编1987）、《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张香还1988）、《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1991）、《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张之伟1993）、《中国

儿童文学史》（蒋风、韩进1998）、《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张永健主编2006）、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蒋风主编2007）、《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刘绪源2013）、

《童话学》（洪汛涛1986）、《中国童话史》（吴其南1992）、《中国童话史》（金燕玉

1992）、《中国童话发展史》（吴其南2007）。现代“儿童文学这个名称，始于五四

时代”。茅盾的这句话在以上史作中基本达成一致。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

史略》中提到，“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

的儿童文学。这是大家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之

间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新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名篇《小雨点》一直是儿童

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更不用说现代文学史上专章论述的作家鲁迅、茅盾

和郭沫若以及后来的叶圣陶、冰心和张天翼等，他们都是儿童文学史上举重若

轻的人物，而作为新文学运动最早且影响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其发起人近

一半（周作人、郑振铎和叶绍钧等）都和儿童文学息息相关。

但细究各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些在儿童

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学者，他们在文学史中的身份、经历和作品基本

和儿童文学无关。举例鲁迅、茅盾和叶圣陶而言，他们在文学史的内容根本不

涉及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活动。非常可惜的是，儿童文学和文学之间的渊源之深

却没被这些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1914年，周作人在《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提出采集儿歌童话为民俗研究和儿童教育所用。1920

年，周作人发表了《儿童的文学》，其中说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

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

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变成几本书……”1920年，北大《歌谣》周刊的出现更是推动

了新文学运动。在1924年3月歌谣研究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周作人首次提出应该将童话纳入民俗研

究，他的建议被大家采纳。这更是推动了和童话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的热潮。洪长泰在其专著《到民间

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列有儿童文学专章，其中仅以童话和儿歌展开讨论，认

为这两项是当时民俗学者最感兴趣的。五四时期，童话几近等同于儿童文学，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

任是什么》中提出翻译真正的西洋童话。此间一批学者对于儿童文学、儿童读物论争的重点都在于童

话。同时还有翻译和改编国外童话作品的出版。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安徒生，从北大歌谣征集运

动先驱之一刘半农翻译的《洋迷小影》到后来不同译作的大量涌现，甚至出现《小说月报·安徒生号》这样

的报纸专号讨论其作品。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1922年发表的童话《稻草人》，同年，赵元

任翻译了路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引发热潮。随后，沈从文和陈伯吹都相继模仿写下了

《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但都失去了原作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从上文列举的通史来看，惟一单独的文体史即为童话史。但童话是否真的在此时是专门为儿童所

用的文学？周作人持有童话是“小说的童年”的观点。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中将20世纪的中国称为小说中国，认为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是想象中国的开端，这是和国格、国体和

国史相关。而在当时童话因进化论和儿童糅合，童话代表天真、原始和野兽。当时的学界普遍持有这一

观点，赵景深在《童话概论》中论述童话起源自“原始社会的故事，儿童是原始人的缩影”。这些研究者大

都在人类学的影响下以民俗学角度探讨童话的价值和内涵，最终落实到儿童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童

话变成教育家对于儿童乃至民族进行文明开化启蒙的重要工具。可以说，现代作家有意识地用其振兴

白话文、教育现代儿童。在《小说月报·安徒生专号》有这样一句话：安徒生以童心和诗才开辟了一个童

话天地。此童心是否指儿童之心，还仅仅如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儿童的一种浪漫想象。“当儿童作为一个

与成人截然不同的观念被区隔出来，并被抽象为某些成人世界所失落的特质，童话也被负载了黑暗世界

以外的童心力量，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于现实的想象空间，并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个人与国

族的进化想象有着更为复杂纠葛的关系。”如果鲁迅表达的是救救孩子，那这些成人是否希望孩子来拯

救他们的未来？总而言之，儿童文学在此时俨然成为民间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被赋予与传统经

典文学不同的形态，试图和旧有的观念相对抗。

儿童文学与国家想象

在某种意义上，儿童文学和文学或者成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儿童与成人文学有着不同的

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儿童文学是与成人文学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建构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

践”。也正如杜传坤所说：“不是儿童需要文学，而是文学需要儿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需要文学

以及儿童，相应作为给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被赋予国家前途的重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期，吴翔宇指出“儿童的发现”是启蒙者执著追寻

的一个目标。成人作家的儿童书写呈示了儿童是如何被纳入到想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不管

是周作人早期国家民族的立场还是后期偏向人的发展，还是鲁迅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及在《翻译童话的目

的》所认定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

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这些仍是文以载道的企图。虽说儿童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用虚构的

小说或者童话，形式白话、浅显易懂。

胡愈之在《童话与神异的故事》中有言：“为文化的未来，打一打盘算，儿童文学的产生，似乎比什么

都要紧呢。因为在我们成年人当中，也许有许多人是已陷入传统思想的地窖里，再也享受不到外边的光

明了。但是我们的孩子——未曾中过毒的孩子，却不该再让他沉沦下去……”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华

文明传统的重老轻少已经不再驰骋，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旧有的国家格局，选择与与传统断

裂，但又将如何重构？启蒙儿童与想象中国如何完成？儿童的文学如何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以此完成

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建设？梅家玲在《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

国族想象》中指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其实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唤行动。也因此落实在文学实

践与国族/文化想象之中，它遂在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象的交相错综下，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

格。……去教育新中国的少年学子以及年龄上非少年，心态上却可被启蒙为少年的一般大众，成就新兴

的少年中国，如此少年——启蒙——新中国，遂得一气相通”。我认为，这也可适用于儿童——启蒙——

新中国。在启蒙这一目标下，儿童文学和新文学、新教育、民俗学都紧紧缠绕在一起，甚至结伴而行。

“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这恐怕是对当时文化状态最简练的概括。“旧”并不是中

国传统文学，而是寻到中国本土民间去。甚至当时的民俗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最适合于用来改造国民精

神。从本土民间文学寻找资源以显示和旧有的文化传统决裂，同时又寻找外有的资源来补充新文化。

而对于童话和歌谣的重视，可以说是这两种方式的体现。这大概也是当时急于改变社会，改变国民精神

的知识分子所选择最为稳妥的方式。

鲁迅、周作人兄弟及其同人赵景深、陈伯吹和胡愈之所致力的现代儿童文学本身即建立在进化论前

提之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倚赖于中国儿童的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不能简单视为一个美

学或理论问题，对于深陷困境、对中国之“落后”满怀忧虑的知识分子而言，儿童文学日益成为承载进化

主体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此期间的儿童文学承担的内涵导致它的出身含有某种模糊性、复杂性，这和

儿童文学的趣味游戏性又是相违背的，这可从沈从文、陈伯吹对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的失败

中窥见。

我们应深思，儿童文学的创作究竟何去何从？儿童文学尤其童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承担着如

此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文学史上却并未体现。那么，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模式？我期

望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时，它非

静态的形式所能呈现出的新意义对于儿童文学史及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